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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吐凤:
论马扬典范在朝鲜半岛之建立与演绎

陈丽娟 房锐

  摘要:司马相如和扬雄是辞赋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不仅在中国具有独步赋史的地位,而且在海东也影响深

远。朝鲜赋家推尊马扬,不仅习其技法,摹其赋篇,还编纂了《扬马赋抄》、《扬马赋选》等专集和选本,并衍为“独尊

西京”的理论倾向,显示出对马扬典范的多元接受。同时,在闱场赋和文人赋两大创作领域中,朝鲜赋家对马扬赋

的不同侧面各有取用:闱场赋注重挖掘和利用马扬辞赋中“义尚光大”的经义成分,故多与《上林》、《子虚》、《长杨》

等大赋相关联;文人赋则缘情而发,有所寄托,在祖“骚”主“情”的思想支配下,亦选择马扬骚体赋进行拟效,或踵事

增华,或反案为文,以一己之创作实践与马扬典范形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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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代胜”观念中,汉赋与楚骚、六朝骈语、唐诗、宋词、元曲并列而为“一代文学之胜”。司马相如以

“天纵绮丽”①作《子虚赋》、《上林赋》,开创了汉赋铺张扬厉、体国经野的形制与风格,成为当世经典。扬雄以

“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②的拟效行为成为相如赋最具代表意义的接受者,并以其摹拟所得《长杨》等赋为汉

赋“演为具体的文体”作出了补益、加固与凝定的贡献③。
马扬之成为经典,不仅垂范后世,亦沾溉海东。在朝鲜汉文学中,文人便常以“凌云”、“吐凤”指代司马相

如和扬雄,如申维翰“安得神毫蹙月赋凌云,帝前若若金丝肘”④,沈攸“臣甫蓬莱昔献赋,吐凤文章空有梦”⑤。
更有将“凌云吐凤”并举者,如徐居正《自惭》“岂有摛章词吐凤,初无作赋气凌云”⑥,形容作赋的至高境界。
最典型的是张维盛赞其友人郑紫元“决非久于布衣,异日朝廷有大述作,则凌云吐凤之手,其庸可得以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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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廷祚《骚赋论》,程廷祚《青溪集》,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67页。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15页。
简宗梧指出,在汉赋“文成法立”的过程中,扬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的模拟和变造,使文章结构逐渐形成了一种定型,为后世赋家提供了

可资依循的模式;同时,他刻意讽谏的写作态度,又弥补了司马相如赋夸饰有余、讽谏不足的缺陷,影响后世赋家既深且远。参见:简宗梧《从
扬雄的模拟与开创看赋的发展与影响》,简宗梧《汉赋史论》,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48页。
申维翰《青泉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00册,景仁文化社1999年第2版,第225页。
沈攸《梧滩集》,《韩国文集丛刊续》第34册,民族文化推进会2007年版,第386页。
徐居正《四佳集》,《韩国文集丛刊》第11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2版,第118页。



诸”①,较典型地代表了朝鲜文人对“凌云吐凤”意涵的认知。
事实上,“凌云”一词在《大人赋》的原始语境中本指向武帝好仙,王若虚《谬误杂辨》云:“意盖武帝好仙,

而相如所陈,皆飞腾超世之语,适当其心,故自有凌云之气。而学者多以为文辞可以凌云,何也?”②王氏之疑

正反映出后世认知中“视‘凌云’转‘好仙’为‘文辞’”③这一接受走向,而朝鲜文人以“凌云”指代相如赋并进

而成为文辞的象征,显然是循此路径而来。至于“吐凤”事,一云:“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④

一云:“扬雄作《甘泉赋》成,梦吐白凤。”⑤朝鲜文人多取后者义。朝鲜文人对“凌云”、“吐凤”语义的选择与阐

释,意味着赋学审美理想的建构,映射出朝鲜文人以马扬为辞赋乃至文学创作典范的历史选择,推动了朝鲜

半岛赋学走向成熟。
一 马扬典范在海东文坛的三重样态

随着《文选》的传入,以及宋明复古思潮在朝鲜半岛的兴起,文人学宗汉赋,马扬接受蔚为大观,马扬之才

学、际遇、赋艺等在海东文坛的宏阔时空中得到多层次阐释和全方位接受,真正体现出典范之效用。
(一)诵习效法

赋原是诵读的艺术,朝鲜文人重记诵之学,尹愭《轮诵要选》序云:“夫记诵之学,固非其至也,而薄记诵不

为,则又无以领略前言,受用于吾身矣。若是乎记诵之不可废也!”⑥又如《宋子大全》:“读书者,必有逐日背

诵之文,然后根本有立矣。不然,其所制述,琐屑无足观也。”⑦童蒙者“能口诵,句绝不差”⑧常被视作天才。
故记诵马扬之赋的现象非常普遍,如申维翰“自少时爱诵诗之国风、屈左徒骚歌、司马长卿赋,遍阅汉魏唐诗,
得其精粹”⑨,崔弘甸“惯诵庄马词赋之属,遂以文鸣于京乡”。这种诵赋行为也常见诸朝鲜文人诗中,如“凌
云争诵相如赋”,“彩毫人诵长杨赋”,“凌云爱诵大人赋”等,不胜枚举。

比诵读更进一层的则是创作实践上的规法,兹举朝鲜王朝前中后期不同身份、阶级的文人为例以作论

说。如朝鲜前期有承政院都承旨权达手“力为古文,赋祖杨马,诗取建安。每所作出,后生争传诵之”。光

州进士朴宗挺“尤善于辞赋,直以相如、子云为法。汪洋大肆,名振一时”。朝鲜中期辞赋大家赵缵韩、赵纬

韩兄弟二人以文雄并峙。纬韩“词赋上规相如,下袭仲宣。飞章走檄,笺诔铭颂,俱有奇气”。缵韩“敷陈则

轨乎杨马,纂言则根于韩柳”。门下弟子慎天翊赞其“超然横越,直得杨马真派”,从而弥补了海东“虽称小

华,地实偏薄。前后词匠大家云,皆未免局量浅狭”的地理与人文缺陷。朝鲜后期奎章阁大提学黄景源“文
词古质,有典有则,出入于扬马”。诸家以马扬为范,各有侧重,俱取得显著成绩。

此外,马扬赋作为经典范式,除垂范海东赋坛,亦泽惠他体。如朝鲜中期学诗者多以韩愈诗为宗尚,但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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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却指出:“(韩诗)大篇杰作,则乃杨马词赋之换面也。与读其诗,宁读杨马之为高也。”①可见,他已深刻领

会到马扬赋具有宏大恣肆之艺术表现力,并将其视为学诗之准的。又如金净著《济州风土录》,“其叙物产处,
似相如《子虚赋》,而光焰则加焉”②。这也是相如赋长于体物的特点给记叙文体增添的光彩。

(二)编纂专集

在中国,“赋家以专集刊行于世,明以前甚少,至清代则风势大炽”③。而在朝鲜半岛,17世纪初亦诞生了

马扬赋之专集———《扬马赋抄》(郑紫元编),可以说是值得关注的赋学现象。郑紫元“妙年善属文,既以词赋

冠上舍选,而其好古文词益笃。乃悉取长卿、子云诸赋,倩锦阳都尉手写编成”④,并邀请当时文坛“月象溪

泽”四大家之一的溪谷张维为其作序。而伴随赋集的编撰又催生出“扬马没而世无赋”⑤的赋学命题,此说较

明人“唐无赋”⑥说更为偏执,其理论内涵则可于张维《扬马赋抄序》中抽绪。故作为事件的郑集与作为理论

的张序,宜合而观之。
明人李梦阳首倡“唐无赋”说,何景明复从时代更迭与文体嬗变角度阐述此说云:“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

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⑦二子实际上是认为赋衰于魏。而郑紫元谓:“扬马没而

世无赋,外此无足溷吾目矣。”⑧他将赋衰亡的时代上限提至扬雄卒年,换言之,即否定了扬雄以后的诸多赋

家。对此,张序亦可为郑说之诠证:

  西京之隆,成都有司马长卿者以赋名,能为宏博巨丽之词,汪洋恣睢,驰骋从横,盖祖述《离骚》而体

格稍变。说者谓神化所及,非虚言也。扬雄氏后出,慕而效之。以沉深老健之气,发为奇崛聱牙之语。
虽奔轶绝尘,或稍后于文园。而步骤辙迹,如出一轨。斯两家者,诚千古词林之标极也。自是之后,东都

有班孟坚、张平子,魏晋有何平叔、左太冲诸人,竭力摹拟,而未能得其影响。盖神藻绝艺,独秉天机,终
非学力所就也。⑨

张维之论较郑说虽稍委婉,但同样表达独尊马扬之意,“千古词林之标极”可谓至高评价。此外,论中还

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对马、扬赋特征的把握。“宏博巨丽”指向相如赋之辞藻,“汪洋恣睢,驰骋从横”概括

相如赋之体势。“奇崛聱牙”盖指扬雄多用奇字,如刘永济所言“铸词用字,皆渊深而奇伟”;“沉深老健”则
与刘勰评扬雄“深玮”、“沉寂”、“志隐而味深”异曲同工。事实上,历来赋论家多认为扬雄重模拟,仿相如而

作四赋,但张维却能对马扬作差异性观照,揭橥“沉深老健”、“奇崛聱牙”为扬赋区别于马赋的独特之处,实弥

补了扬雄赋“神化”不够的缺陷,使其虽“稍后于文园”却仍能呈示立体化的形象,以至与相如赋并美而为典

范。二是强调神藻与天机,重才甚于学。张维认为相如是“独秉天机”的典型,扬雄则有“沉深老健”、“奇崛聱

牙”之绝艺,然他又举班、张、何、左为例,于西汉-东汉-魏晋纵向比较视域下标举马扬之典范性,概因在他

看来此四家不仅是赋史英杰,亦可代表东汉以下所有以生而有限之学力“竭力摹拟”,穷追马扬却“未能得其

影响”的赋家。由此,独尊西京的倾向表现得愈加明显。
由上,“扬马没而世无赋”的实际内涵可说是宏博巨丽、汪洋恣睢以及沉深老健、奇崛聱牙之赋的消亡,此

亦表明郑紫元真正推崇的乃传统而正宗的西京大赋。此类赋作以体国经野的气势与铺张扬厉的风格承载了

强盛的帝国文明,充沛着高蹈热情的出世精神,所代表的正是宏伟壮丽的盛汉时代。明乎此,则又可勘进一

层:由《扬马赋抄》的编撰透视赋域复古宗汉与朝鲜中期国家中兴之关系。据张维记载,郑紫元曾言:“丈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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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快意事有三焉。第一遭时乘运,展布志业。握三寸不律,铺张鸿猷,藻饰太平。入则赞扬廊庙,出则锁钥

藩维。尊主康时,垂声竹帛。此上愿也。”①他隐隐以马扬自期,以润色鸿业、赞扬廊庙为愿。张维对郑紫元

亦抱以厚望,其云:“国家抚中兴之运,宫阙苑囿制度文物,稍稍振作日新矣。石渠、金马之上,虽不乏大手笔。
《甘泉》、《上林》铺张扬厉之作,自当属之其人,非可容易也。紫元今虽蹭蹬,决非久于布衣。异日朝廷有大述

作,则凌云吐凤之手,其庸可得以辞诸?”②事实上,国家中兴正是辞赋复古宗汉的历史动因,宫阙苑囿、制度

文物振作日新,自然呼吁大手笔、大述作的出现,而要书写物质文明、文化气象、礼仪制度,舍大赋其谁? 可以

说,这已然昭示了“国家中兴”与“大赋复兴”间的关联。
由此观之,郑紫元编纂《扬马赋抄》的意义与影响便在于:他以绝对的独尊性与排他性宣示了马扬的典范

地位,开始重新构建起以大述作、大气象的盛汉宫廷文学为鹄的的审美风尚,进而推动复古思潮的展开,以实

现对萎弱赋风的矫正。
(三)编辑选本

若编纂专集是构建典范的强劲手段,选集则是推波助澜的重要力量。一方面,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

的全集更流行,更有作用”③;另一方面,“入选者即精品,反复入选者就成为精品中之精品,由此便导致了典

范的建立”④。因此,从选本入手,确是观觇马扬赋典范化的重要路径,兹举三种,以阐述马扬赋在朝鲜选集

中的生存样态。

1.《扬马赋选》
朝鲜中后期,赋域流行着“祖骚宗汉”的复古思潮,赋选编纂与此桴鼓相应。英祖年间李种徽编《扬马赋

选》,于序中明言其选赋祖骚之意:“余喜读楚词,班张以下,殊不欲观。至于扬马二子之文,求之屈宋,盖亦嫡

传。又以为沿流而溯源,缓亟繁简,可以验古今之变,而阶梯等级,亦有先后之序。为词赋者,不可不知也。
故采其尤近于楚者,合为一卷,以附《楚词》之下。”⑤是集与郑紫元《扬马赋抄》稍异,仅取马扬赋中“近于楚

者”,郑《抄》宗汉,李《选》则祖骚,二集体现了选者在复古思潮接受中的同中之异。

2.《文章类选》
选本编纂除受文学思潮影响外,还与文学制度相关联。尹愭《文章类选》便是一部基于反思科赋取士之

弊而编纂的选集。《文章类选》序云:“我东之士操觚童习者,大约不出于赋、表、策三者……近之业是者,全不

事古作者轨躅,惟以近体科作为三尺。不但体格之日就荒陋而已,往往豕亥蹈袭,玉瓦混换,而茫昧于出何书

而成何说,可哀已!”⑥惩于此,尹愭“走溯三者之源,而选出若干篇,以澄其流”⑦,于赋,则本着“选之又选,宁
遗毋滥”⑧的原则,取汉至宋赋共29篇,首列司马相如、扬雄赋,涵盖《长门赋》、《子虚赋》、《上林赋》、《甘泉

赋》、《羽猎赋》、《长杨赋》、《反离骚》七篇。从选篇来看,仍有《文选》的影响痕迹留存,而《反离骚》之入选,则
显见其“祖骚”立场。总的来说,通过考赋的效仿树立起马扬赋的经典性,而作为经典,又指导赋的创作,此为

马扬赋在考赋与习赋两个层面的典范作用。

3.《骚赋汇芳》
是集编纂于朝鲜朝后期,属科赋参考书,教士子作场屋程文。全书分天道、人事、文章等16部,以“选句”

之法,将110篇中国辞赋的字句文本分门别类收录在册,类似唐宋时代风行的“赋格”类撰述。此书编纂思想

根源于传统的文学摘句,演进为以句法为中心的创作法则,对士子积累辞藻,研习秀句、警句有很大帮助。书

中选录扬雄《甘泉赋》、《长杨赋》,司马相如《上林赋》、《长门赋》,四赋包罗万象,于诸部门皆有可观采。若将

其与尹愭《文章类选》相比,尹氏可谓是通过选篇的方式,试图以“古作者轨躅”从根本上匡救当时的荒陋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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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而《骚赋汇芳》则是希望用以字句为单位的技法教学,使马扬赋成为士子应制的津筏,从而强化其典范性。
二 制胜棘闱:从闱场赋看马扬典范的衍生与深植

朝鲜半岛科举制度延续数百年,是国家取士的核心,“名臣硕辅,皆从礼围(闱)中培养得来”①。而闱场

“文战”又极重辞赋,士人以科赋一举成名者多不胜数。科赋题目出处即考试范围和内容,直接决定士子自童

蒙至应举之所习,故赋题选择与拟制属重中之重。马扬典范对朝鲜闱场赋学形成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命

题层面———典文主司宣示王言引导文化、文学、教育走向;另一方面,表现在应答层面———举子科赋展露学识

修养、思想水平。前者是由上而下的宣引,后者则是由下而上的回应,这既遥契班固所倡“宣上德”、“抒下

情”②的赋学命题,又通过考选形成了一种特殊联动,而这种特殊联动正是闱场文学独特的属性。
朝鲜朝历年考赋以司马相如和扬雄的辞赋纪事为赋题者不在少数,如《见大人赋飘飘有凌云之气》、《请

为天子游猎之赋》、《乃召问相如》、《上林即事》、《贾谊登堂相如入室》、《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授简于司马

大夫》等。马扬纪事多见载于《史记》、《汉书》,故以马扬辞赋纪事为题,亦符合试赋于经史中出题的原则。如

以“天子游猎赋”纪事本末拟为试题的《请为天子游猎之赋》和《乃召问相如》,即摘自《汉书·司马相如传》。
此纪事寓含诸多元素,经后世的接受与演绎,形成了梁园宾客、杨意为荐、金门待诏、君臣际会等文学创作主

题。朝鲜科举从中拟制的《请为天子游猎之赋》和《乃召问相如》两个赋题,显然是以“君王”立场看待这场历

史盛事,从而内含了朝鲜国王的武帝向往与朝鲜宫廷文学范畴的盛汉憧憬。而朝鲜士子的应试之作,内容多

聚焦于歌功颂德,就题论之。试以赵大采《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为例,略作分析。赋云:

  文垣辟以猎场,利执言于大搜。追义罟而广搜,咏文罝而利获。……羌德用而不扰,自三五而扬灵。
斯为盛于帝功,岂欲仿乎侯度。皇舆俨其范驱,诏良辅使利导。前文陛而请赋,天子事于彼原。文章骋

以《子虚》,帝曰咨而华予。……仁为罟而率普,礼以罗而儒墨。臣曾知夫猎事,请为君而赋之。……书

《封禅》而有草,未敢献于当年。臣司马而吐凤,拟献赋于大猎。……赋校猎而献君,又讽谏于子云。③

观其内容,此赋着重于情境复现,对相如献赋进行再演绎。虽无创思,亦非巨制,但可见作者对相如赋及

史事之熟悉,在写作中充分借鉴了《上林赋》“背秋涉冬,天子校猎”④至“若此,故猎乃可喜也”⑤中关于天子校

猎的描写,又以“臣司马而吐凤,拟献赋于大猎……喜得人于同时”回题,将《汉书》中武帝“朕独不得与此人同

时”之叹与相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⑥的进言融汇其中,并进一步论及扬雄,采《汉书》“扬雄以为靡丽之赋,
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⑦的评论,彰明赋作讽谏主旨。

审其技法,赋重诠题、发端、谋篇,余丙照《赋学指南》云:“赋贵审题,拈题后不可轻易下笔,先看题中着眼

在某字,然后握定题珠,选词命意,斯能扫尽浮词,独诠真谛。”⑧赵大采此赋起端切中题意,以“猎”为题珠,故
略去《上林赋》中八川分流、离宫别馆、物产珍禽等,只写猎场中事,可谓取舍有度。继以铺叙天子游猎的威

仪,宣扬武功,以“拟献赋于大猎”回题,末以“讽谏于子云”收敛,全篇结构圆熟,堪称闱场佳作。
论其思想,赋中多引用《诗经》句词,反映出考生对相如赋善于用经的特点有一定理解。然其知之一隅,

故用事流于表面,汉代《诗》学具有鲜明的讽谏特征,故有汉人以“三百篇”为谏书。相如等汉赋作家在赋中引

《诗》,要在讽喻,体现赋的致用性,这也是汉赋特殊的时代内涵。朝鲜科赋对相如赋的接受与影写,已然脱离

了特定的时代氛围,徒有其表而无精神实质。同样地,此赋仿照《上林赋》所描写的畋猎场景,铺张辞藻,抓住

了“德”、“礼”两点,既遥承汉大赋讽喻之旨,也是朝鲜王朝儒教治国的政治生态之文学阐释,但政教意味过于

浓厚且尤显生硬,已失去了汉赋寓讽于颂的审美趣味。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科举试赋作为选拔人才的工

具,自然希望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为文学的教化功能,故科赋成为政治、儒教、制度三者合力作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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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扬雄赋事命题者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赋题出自《汉书·扬雄传》,此命题包含诸多内容。一是司

马相如的典范性。在西汉末年,司马相如就已经成为辞赋创作的最高典范,为扬雄师法拟效。扬雄《长杨》等
四赋即为摹拟相如的“弘丽温雅”之作。二是扬雄创作的摹拟属性,或称复古倾向。首倡此说者为班固,后世

对扬雄的评价也常见摹拟之讥。三是马扬优劣,相如创造了“弘丽温雅”的赋风,扬雄大而广之,晚年悔赋,又
有“丽淫”之说。以上皆是马扬接受史上富有生命力的讨论话题,于海东、于闱场亦然,兹举沈学臣《每作赋常

拟之以为式》为例,赋云:

  摭《离骚》而吊古,志高感于屈子。……沨沨咏而美哉,往往拟而式之。词长杨而寓意,简梁园而齐

美。巫峰菀而钟秀,顝异代而日调。辞犹藐于贾宋,目已短于曹刘。飘飘气而胸合,窃独尚此弘丽。何

其壮于赋也,拟以式为殆庶。登文苑而历骋,大可观其辞义。常于赋而矜式,罔俾古而专美。参诗流而

溯源,何师法于文藻。既有尚于温雅,故媲美与模楷。温丽态于《子虚》,典重意于《长门》。班依样而效

体,仰长卿之文章。童预《玄》而卓才,《雪赋》白而奇气。生余晚于马卿,夙仰慕于辞赋。纷既弘而且雅,
兮足征于斯文。追涤器之逸才,缅题柱之高风。人自是乎意中,士岂虚于名下。①

细绎此赋,开篇非直接说破本题。“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是扬雄自序之言,《汉书·扬雄传》录其全文,
而自序之后,班固续其事,作“赞语”云:“(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
故作《太玄》……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②实

绾合了扬雄之学《骚》与学相如两大模拟路径。沈学臣此赋正依此谋篇行文,从扬雄《反离骚》谈起,并由楚蜀

相连的地域原因推阐扬雄骚赋创作能与屈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中间铺叙夹杂议论,并以第一人称的方式

抒写扬雄对司马相如的推崇,表现出作者本人对马扬二人的追慕。总体而言,通过此赋可以看出作者对扬雄

摹拟司马相如作赋这一行为是欣赏和认可的。
韩国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朝鲜时期的科赋全无价值,事实上,这是中外棘闱文学所面对的共同困境。因

统一命题,故千篇一律,而限时创作,又难展才学。同时,考赋决定进阶,诸生竞利,是以一味歌颂,失却赋之

真谛。然汲汲于科体赋的艺术性及思想性挖掘,本就有南辕北辙之嫌。若以科赋文献为镜,实可观觇文学观

念、文学典范、创作法则等在闱场的施用痕迹。
闱场赋作为制度的产物,一则因其数量庞大,而能反映广阔的文学生态;二则因其整齐划一,故能呈示时

风。从考察马扬典范在闱场的接受来看,科赋作品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两点经验。第一,除辞赋文本外,
与马扬相关的辞赋纪事在海东文坛接受程度亦非常高,这当然有赖于其存于《史记》、《汉书》之中而为举子素

习熟知,也因纪事本事的传奇性、趣味性和丰富性,能补足文学作品所略,使朝鲜文人关于马扬的想象能更真

实和立体。在此意义上,马扬接受呈现辞赋文学与辞赋纪事共盛的现象。第二,在尊古宗汉思想指导下,以
马扬辞赋纪事、辞赋典故命题,更能激发士人的研习热情,想要制胜闱场,就需熟读记诵马扬辞赋,才能融词

汇句,驱事用典。这一现实功利因素驱动了马扬典范的深植。而围绕马扬命题所产生的科作,又成为后来考

赋者创作学习之范本,正如苏轼所云:“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

戒。”③朝鲜后期大多科赋抄本,其最初目的就是供考生研读钻习。由此,马扬赋及其衍生品———相关的命题

科赋,皆成为闱场典范。这既是建构马扬经典地位的重要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科赋本身的价值和意

义。
三 振发骚情:从文人拟效看马扬赋之情感接受

闱场赋与文人赋虽没有理论上的明确疆划,但在创作上却有王言与人情的分歧。前者代表王权话语,要
求典雅庄重,歌颂王政;后者则是自由创作,书写作者真实情感。这落实到对马扬典范的接受上,闱场赋多注

重挖掘和利用马扬辞赋中润色鸿业的经义成分,故出现于闱场中的多是与《上林》、《子虚》等大赋相关的命

题。文人赋则缘情而发,有所寄托,在祖“骚”主“情”的思想支配下,多选择马扬骚体赋进行拟效以抒发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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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志,如郑吾道《长门赋》、慎天翊《反反离骚》,或踵事增华,或反案为文,皆具特色,兹就论之。
(一)《长门赋》与朝鲜宫廷故事

元人祝尧《古赋辩体》云:“愚尝以长卿之《子虚》、《上林》,较之《长门》,如出二手,二赋尚辞,极其靡丽,而
不本于情,终无深意远味;《长门》尚意,感动人心,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虽不尚辞,而辞亦在意之中。”①可

谓一语中的,点出《长门赋》本于情、重于意的抒情属性,以及撼动人心的艺术魅力。同时也因其“如出二手”,
又不见载《史记》、《汉书》,且赋序中言陈皇后复得亲幸,事与史违,而遭后人疑其非相如所作②。不过,朝鲜

文人对相如作《长门赋》之真伪却不怀疑,甚至在朝堂上君臣讨论废妃移处别宫的仪节时,弘文馆臣不仅考诸

《史记》、《礼记》,还引《长门赋》语以对答上问。郑吾道《长门赋》正为此事而作,赋有小序,为后人所撰,述作

赋缘由云:

  《长门赋》者,汉司马相如之所作也。孝武时陈皇后别在长门宫,相如为此赋以悟主上,皇后复得亲

幸。窃惟我内殿闵氏,废在私第,故公有感于斯,以寓微意。③

闵氏即肃宗李焞之妻仁显王后,其父闵维重是西人派核心人物。肃宗七年闵氏被册为王妃,八年后即被

废为庶人。朝臣对废妃之事多有争议,对闵氏报以同情之心者亦不在少数,郑吾道是其中之一,他效仿司马

相如为陈皇后作赋,拟作《长门赋》为闵氏代言。
郑作以相如赋为法式,不仅依遵原韵,且在句式结构、叙事线索、意象主旨等方面,都祖述原作,借由闵氏

与陈皇后相似的遭际,达成拟作与原作的互文效果。如其描写闵氏弃居别宫,容颜憔悴、情思郁结,“折瑶花

而延伫兮……块独守此曲隅兮”④勾勒其孤独寥落的身影,独守曲隅、顾怀无亲,概况幽居处境,与相如赋描

写陈皇后形容枯槁、孤独等待的情境相似。但相如赋着重表达汉武帝违背对陈皇后朝往暮来的承诺,即便如

此,陈皇后仍驻足离宫,盼君幸临;而郑吾道赋却微妙地表达出为闵氏鸣冤之意,“情沉菀而莫达兮……荃不

揆夫寸诚兮”⑤暗示其心中委屈不能得到申明。
肃宗以妒忌的罪名废黜闵氏,但在闵氏的立场来看,自己是被肃宗宠妾张禧嫔所害,郑吾道此赋既是为

闵氏代言,自然格外注重内心情感的想象并用文辞将之展现出来,“浮云霠以泛滥兮,猋尘蔽而天阴”⑥,遥承

屈原“飘风云霓,以为小人”⑦的比兴传统,与下文中“愿寄言于新人兮,毋拔笱于我梁”⑧的描写对读,可窥见

闵氏之情。除为自己陈情外,闵氏在悲痛中仍不忘身为王后的规谏之责,郑吾道此赋明为闵氏代言,暗则借

闵氏之口发“奉隆宠于非位兮,惕圯生于极崇”⑨的劝诫。闵氏被废后,“张氏宠日盛,而杭、希载,缔结闵黯、
宗道、李义征等,关通谋议,无所不至,国家之祸,将在朝夕,人皆惴栗”,则证实了郑吾道的忧虑是具有前瞻

性的,而其代闵氏所抒之忠贞谏言实际上寄寓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与爱国爱君之心。
总的来说,相如赋侧重写思妇哀愁,“其情思缠绵,敢言而不敢怨”,郑赋则淡化了女子的柔弱自哀,加

入陈情、劝谏话语,且有不平之鸣寓于其中,塑造了坚毅忠诚的女性形象。这一创变得益于次韵体与原作的

互文性而产生的相互阐发、互为补足的效用,故拟作不必叠相祖述,进而使文本得以有新的发展。这正是刘

勰所云“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相如与屈骚共情,郑吾道则与《长门》共鸣。文学典范的力量正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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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超越了自身的文本与情感,而能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场域中引起普遍共鸣。
(二)反拟:经典与反经典的共生

《离骚》在汉代已称经①,而扬雄之作《反离骚》,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首次对经典的反动,这种反动是通

过摹其体式、拟其文辞而表达对立的价值观与相反的人生哲学。《反离骚》问世后,一方面作为经典《离骚》之
对立面,遭受朱熹等人的批判;另一方面因其补益经典、阐发《离骚》之功,以及其自身“辞韵沉膇,别开新

境”②的艺术创造力而成为接续经典的经典。由此,以经典视野观《反离骚》在海东赋域的拟效,则有“再反”
之作———慎天翊《反反离骚》,可以说是海东赋家的回应与再创,构成了《离骚》-《反离骚》-《反反离骚》的经

典与反经典谱系。
慎天翊《反反离骚》是一篇拟代文,行文结构全拟《反离骚》,代屈原自剖心志,同时,由作者扮演的“屈原”

反过来对扬雄进行批评诘难,于整体上呈现了屈、扬、慎不同国别、不同处境、不同信念的三人,跨越时空超越

生死的对话。细绎文中“屈原”对扬雄的猛烈批评与质问,其实内含慎天翊“反”扬雄之心声,集中于骋词、仕
莽、投阁三端。

其一,反扬雄之骋词。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立足于本文立场,反扬雄骋词作《反离骚》诟病屈原,慎天

翊欣赏扬雄的才学,但认为其才学不该用来讥讽屈子。二是纵观扬雄生平,反其骋词作四赋。扬雄四赋虽意

在讽谏,但并未收到好的效果,仍是虚辞滥说,极其铺张炫耀,至其晚年又自悔作赋,故慎天翊有“自炫”、“悔
遁”之讥。

其二,反扬雄之仕莽。仕王莽新朝、作《剧秦美新》,是扬雄一生最大污点。慎天翊对扬雄的批评亦集中

于贪附竞进和谀文媚词。他将扬雄仕莽前后情貌相对比,认为其本是品质高尚之人,初能自甘寂寞、清静玄

默,后竟失却本心、中道改志,罔顾伦常义纪,如此行为又有何颜面批评屈原? 同时,慎天翊还回应了扬雄提

出的“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③的处世哲学,《反离骚》怨屈子不能“懿神龙之渊潜,俟庆云而将

举”④,《反反离骚》回击道:“所贵祥龙之神德兮,乘云霓而扬伏。”⑤直指扬雄与飘风云霓同流合污。总之,无
论是儒家之明哲保身,还是道家之和光同尘,都无法为扬雄仕莽之去就选择作出合理解释。

其三,屈原投江与扬雄投阁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两大悲剧事件,同时又是一对荒诞的历史巧合与行为

矛盾。前者是主动以死明志,其忠君爱国之情可与日月争光,而后者以今人眼光看来固然是充满文人生命悲

情,但在扬雄当时及身后的时代却多是讥讽之声:“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
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⑥朝鲜文人亦视投阁为扬

雄之耻,如李回宝《荀卿杨雄孰优论》云:“衣冠投阁,耻则极于士夫。此固人臣之所不容,义士之所共诛。”⑦

南孝温《自咏》:“达道子云著《法言》,生憎屈子《反离骚》。虽然投阁求生辱,千载何如溺死高?”⑧金时习《感
怀》云:“堪笑偷生莽大夫,《反骚》千古被才诬。赴渊自是忠诚迫,投阁应遭利欲驱。《剧美》媚迎骄主意,爰惟

幸免罪臣徒。容身不啻居穹壤,地下相逢愧也无。”⑨他们皆将投江与投阁对举,以此鲜明对比来完成对扬雄

的讽刺。扬雄初以投江湛身来责难屈原,后又于惊险恐惧中投阁,他早年作《反离骚》时固不能预料今后事,
而后人观之,则视为言行不一、自相矛盾,根本没有立场作此赋,难怪乎王国维有“子云何事《反离骚》”之

问。千秋异域同此心,故慎天翊云:“输平日之道德兮,投寂寞而委之。合蒃葹与薰莸兮,赴尘灰而摛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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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尤累以轻行兮,重咍累之湛水。尔身坠而自殒兮,顾何如于吾累也。尔既责累乎傅说兮,胡不自行而行之

也。”①

慎天翊《反反离骚》所“反”之主题,是痛斥其眼中扬雄的三大瑕疵———骋词、仕莽、投阁,但问难之中实则

蕴含同情,其问难显于单刀直入的恣肆文辞之内,其同情潜于晦暗不明的情感留白之中。明乎此,可鉴此赋

的情感内核:作者隐一腔痛惜于激愤言辞之中,或许正如扬雄叹服于屈原的才华以至有“悲其文,读之未尝不

流涕”②的同情,慎天翊同样是推崇扬雄文学的,他作《出边校猎赋》便对扬雄《羽猎赋》、《甘泉赋》多有引用,
取辞取义皆轨范之,而此《反反离骚》祖述《反离骚》之体更是明证,可以说,追溯其创作心理正在于“因人格、
心志方面的沟通共鸣而产生比附祖述的动力”③。尽管赋中毫无疑问地表现出对扬雄人格的质疑和痛惜,但
行文间咄咄逼人的力量又揭示其渴望与扬雄心志沟通的急切。

当然,若以现代眼光回审文学史,扬雄作《反离骚》或可称为“以价值观挑战经典”,慎天翊作《反反离骚》
则是“以道德观挑战经典”,一如元好问之反《闲居》。元氏“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④是点到即

止的冷静讽刺,慎氏“反反”之体是鞭辟入里的层层追问。虽有此异,但却皆是由道德层面衍及文学层面触发

对经典的反动。事实上,对文学作品的任何审美评判,都诞育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社会风习,而道德

审美则是儒家忠孝节义观念对士大夫产生影响的结果,中朝两国文学的创作与品评生发皆可寻此理路。在

中国,儒家忠节观的强化突出表现于南宋时期。以扬雄为例,北宋时士大夫将其列入道统,援儒家义理为其

辩护,但至南宋,扬雄之人格则受到极端苛责,此即刘咸炘所谓:“议论宽厚者,亦北宋士大夫之风,异于南宋

之竣厉者也。”⑤又如陶渊明,“历代论陶,大约六朝到北宋,多以为‘隐逸诗人之宗’,南宋以后,他的‘忠愤’的
人格才扩大了”⑥。而这种忠节观的持续发酵并扩展至文学品评,则表现为论者自身道德感的增强并以之加

诸古人,尤其是典范作家与经典作品,更要经受道德与文学的双重评判。同样地,在朝鲜半岛,高丽末期朱子

学初兴时,程朱对儒家忠节观的阐释与践履便已深刻影响海东文人,以李穑为代表的士大夫以“文章节义”并
举,穷究性命道德之学说。至朝鲜朝,以儒教立国,儒家忠节观之深植尤甚前朝。朝鲜中宗十三年御朝讲,持
平郑譍批评扬雄之操守以警醒士林:“且如扬雄者,亦盗名于儒者,而当王莽之时,顿无一言救正之,至作书美

之,以成纂(篡)夺。是故士之操守非正,则鲜无趋入于权势者。”⑦在国家意识形态操控下,士大夫忠节观不

断强化,以至无法将文学审美与道德评判剥离。慎天翊《反反离骚》中呈示的复杂和矛盾,正源于在忠节观念

下对作为赋学典范的扬雄与人格失范的扬雄二者合一的接受。

综上,纵观朝鲜半岛历代文人对马扬的接受,可以发现他们自觉选择了马扬作为辞赋乃至文学创作的典

范,且马扬在当世即成为经典,这一独步赋史的地位更有益于其在异域传播中直接以“凝定经典”的形态被接

受并蔓延其影响。此外,《文选》之较早传入朝鲜半岛并发生巨大、持久而普遍的影响也对马扬典范的建立起

到传播媒介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朝鲜朝中后期文坛受明代“祖骚宗汉”观念影响而兴起的复古思潮,对马扬

典范的深入提供了推波助澜的力量。可以说,朝鲜辞赋文学正是在学宗马扬的基础上摸索发展起来的,通过

记诵作品、揣摩赋艺、编集刊刻、步趋摹拟,逐渐发展到自如创作、闱场竞作,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无不呈示出

马扬典范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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